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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调节指个体对情绪体验的效价、强度和持

续时间的调节，是个体为实现其目标而对情绪反应

的强度和特征进行监控、评估和调整的一系列外在

和内在心理过程［1］。情绪调节缺陷对多种精神心理

障碍的发病、维持和发展有重要影响［2］。然而不同

文化背景下，个体对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和效果并

不相同［3］，情绪调节与精神心理障碍的关系亦存在

差异。现拟对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心理障碍关系的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总结此关系在不同文化

背景下的异同，从而促进情绪调节与精神心理障碍

关系的跨文化研究。

情绪调节策略有不同的分类和测量方法。有学

者提出了基于纯认知角度的9种情绪调节策略，包括

自我责难、责难他人、沉思（反刍）、灾难化、接受、积

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

析［4］。情绪调节过程模型则根据使用情绪调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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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精神心理障碍显著负相关，而非适应性策略则与多种精神心理障碍显著正相关；东方研究则有不

同的发现，主要体现在西方文化中被视为“非适应”的表达抑制和反刍策略上，二者与精神心理障碍之

间无明确的相关性。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视角探讨这些异同，总结情绪调节观念、人际关系、表达形式

和思维模式四个视角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为情绪调节与精神心理障碍关系的跨

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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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进行分类，强调了在情绪事件早期使用的认

知重评策略和情绪事件后期使用的表达抑制两种策

略对心理健康的不同影响［5］。国外学者对情绪调节

的综述研究中考察的情绪调节策略多于上述分类中

所涉策略［6-7］，并将情绪调节策略归为适应性和非

适应性两类，前者主要包括认知重评（reappraisal）、

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接受（acceptance），后者

则主要包括表达抑制（suppression）、回避（avoidance）、

反刍（rumination）。现总结这两大情绪调节策略类别

与精神心理障碍的关系，并讨论此关系的文化异同。

一、西方文化中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心理障碍

的关系

1. 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指个体通过

对压力性情境产生积极的解释或观点以降低心理痛

苦［8］，多种精神心理障碍患者均有认知重评缺陷。

例如，抑郁症患者无法进行合理的认知评价，存在

消极的认知偏差［9］；而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社交

焦虑障碍患者均难以有效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来调节

情绪［10-12］。

问题解决是个体有意识地改变压力性情境或其

结果从而调节情绪的方式［8］，问题解决能力的缺乏

亦与多种精神心理障碍有关。不能有效运用问题解

决策略的青少年会出现更多的睡眠问题［13］。进食障

碍患者难以进行以目标导向解决问题的有效行为，从

而倾向于通过病理性的进食行为来处理情绪［14］。广

泛性焦虑障碍患者常使用冲动或鲁莽的无效问题解

决策略［15］。并且，无效的问题解决方式亦显著预测

个体的抑郁程度［16］。

接受则是指个体允许和接纳自己的所有反应、

不与其对抗［6］。物质滥用患者［17］、进食障碍患者［14］、

出现睡眠问题的青少年［13］，以及边缘性人格障碍患

者［18］对负性情绪的接受都较差。以接纳为核心的

正念治疗在抑郁症、焦虑症、边缘型人格障碍等多

种疾病的良好效果也间接指出了接受策略对个体心

理健康的重要影响［19-20］。

2. 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表达抑制是当个体

的情绪被唤醒时，有意识地压制情绪表达行为［21］。

表达抑制策略在短时间内可降低悲伤等负性情绪的

程度，却无法有效应对长期情绪和生理反应［7］，并且

对积极情绪的抑制会导致自尊以及整体心理适应能

力的下降［22］。社交焦虑障碍患者倾向于回避表达或

交流负性情绪，会使用更多的表达抑制策略［12，23］。

与此类似的是，抑郁症患儿对表达和交流负性情绪

的抗拒亦高于健康儿童，而且，即使是抑郁症康复

患者在面对负性情绪时，仍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策

略［24］。

回避是指对思维、情绪、感觉、记忆等一系列心

理反应的抑制和隔离，使个体产生更多消极思维、

无法采取必要的行动［25］。使用更多回避策略的青

少年会出现更多的睡眠问题［13］。抑郁症患者［26］、

社交焦虑障碍患者［22］以及物质滥用患者［17］都会使

用更多的回避策略。

反刍则指个体对压力源和自身反应以及及其前

因后果进行反复且消极的思考［27］。反刍思维与抑郁、

进食障碍高度相关，且对疾病起病具有显著预测作

用［16，28］。研究亦表明，抑郁症和社交焦虑障碍患者

比健康对照使用更多的反刍策略来调节情绪［29］。

综上，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心理障碍密切相关，

无法有效管理对日常事件或重大生活事件的情绪反

应的个体易受疾病侵扰。其中，认知重评、问题解

决和接受的情绪调节策略是精神心理障碍的保护因

素，表达抑制、回避和反刍则是风险因素。

二、东方文化中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障碍的关系

国内本土研究对于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

心理障碍间关系的研究结果与西方基本一致。研究

表明，在国内人群中，使用认知重评的频率与抑郁

症患者的个人痛苦程度呈显著负相关［30］，与异常进

食行为亦呈负相关［31］。并且，合理使用认知重评策

略是抑郁的保护因素［32-34］。接受策略与个体焦虑

和抑郁程度亦呈显著负相关，且负向预测未来的焦

虑和抑郁程度［33，35］。

然而，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心理障碍

间关系在本土研究中并无一致结论。一些研究汇报

了与西方研究结果方向一致的相关关系。例如，表达

抑制策略与抑郁症患者的个人痛苦程度呈正相关［30］。

此外，无论面对正性或负性情绪，精神分裂症和抑

郁症康复期大学生对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都高于健

康对照组［36］。在老年人群中，使用反刍策略是抑郁

的危险因素［32］，反刍思维也与抑郁和焦虑程度呈正

相关［33，37］。但是，另外一些本土研究并未发现此关

系，甚至出现了反向的相关关系。例如，在校健康

大学生的抑郁水平与表达抑制无相关关系［34］。同

样的，中国医学生的异常进食行为与表达抑制亦无

显著相关［31］。亦有研究表明，相比使用更多上行情

绪调节（up-regulation）策略的青少年，使用更多下行

情绪调节（down-regulation）的青少年，体验到更少的

负性情绪体验、更多的正性情绪［38］。

跨文化研究直接比较东西方人群，其结果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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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并一致发现在西方被视为“非适应”的表达

抑制与反刍的情绪调节策略在东方的消极影响更

小，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是有益的。例如，表达抑制

对负性心理功能的预测关系在欧裔美国被试者中

存在，但是对于中国香港的被试者，二者并无相关

性［3］。并且，当要求被试者刻意进行表达抑制时，

高水平表达抑制使欧美被试者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降

低，而中国香港被试者的生活满意度不受影响；同

时，低水平表达抑制对欧美被试者的生活满意度无

影响，但是使中国香港被试者的生活满意度显著增

加［39］。一项对于 23 个国家情绪调节策略和精神心

理障碍关系的调研亦发现，就整体平均值而言，使

用表达抑制越频繁的国家，抑郁症、焦虑症、物质滥

用等精神心理障碍的发病率就越低，间接表明文化

对两者关系的影响［40］。关于反刍的跨文化研究也

发现，虽然亚裔美国人比欧洲裔美国人使用更多反

刍策略，但反刍策略对他们的情感、抑郁、焦虑和生

活满意度的影响比后者小很多［41］。

综上可见，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疾病的关系在

东西文化背景下存在相同之处，但也存在差异，主

要体现在西方视为“非适应”的表达抑制和反刍这

两种策略上。然而，现有研究结论并不明确，且研

究数量相对较少，因此，文化对情绪调节策略与精

神心理障碍关系影响的机制需要进一步厘清。

三、文化影响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心理障碍间

关系的方式

为何表达抑制和反刍在西方文化下对精神心理

障碍产生消极影响，而在东方文化下这种消极影响减

弱甚至消失？现试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首先，东西方文化下个体对于情绪表达的观念

和态度不同。西方文化下的个体对情绪表露的诉求

相对更高，需要通过情感表达以最大化积极情绪，

最小化消极情绪［42］。对他们而言，表达自身的正性

情绪、追求愉悦感受被认为是基本的权利和自由，

并被认为有益身心健康［43］。因此，表达抑制会对心

理健康产生危害。然而，在东方文化中，人们对情

感表达的态度较为消极、重视程度低［44］。同时，东

方多为集体主义文化，人际和谐是核心的社会规范，

文化要求人们谦让克制，重视他人的感受，隐藏强

烈的情绪，保持冷静，并且这些能力被视为成功的

重要条件［38］。因此，东方文化下的个体在使用表达

抑制策略的同时，既遵守了社会规则，也满足了社

会期望，表达抑制的消极影响因而得以减弱甚至被

抵消。

其次，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心理障碍的关系可

能受到人际关系质量的影响，而不同情绪调节策略

在东西方文化下对人际关系具有不同的影响。许多

研究表明，个体的人际关系质量对多种精神心理障

碍有重要影响［45］。受社会规范影响，情绪的表达和

抑制对人际关系在东西方文化下呈现不同的影响。

东方文化并不鼓励情感表达，而是提倡谦让克制，

过度的情感表达可能会损害人际关系［46］。而在西

方的个体主义文化中，人们认为应该充分表达情绪，

对情感表露的抑制则会使他人感到虚假、不真诚，

从而造成不信任感，损害人际关系［47］。因此，表达

抑制对精神心理障碍的影响可能通过人际关系质量

的中介作用，在不同文化中对精神健康产生不同的

影响。

再次，在东西方文化中，非适应性策略的消极

影响可能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东方文化

下的个体，表达抑制和反刍的消极影响可能从心理

转向了生理。有学者指出中国人的抑郁症患病率更

低，其背后原因是中国人倾向于否认心理疾病的存

在，或者倾向于以躯体的形式（如睡眠问题、食欲低

下、乏力）表达抑郁［48］。此外，一项以中国香港健

康大学生为被试者的试验研究表明，每周 3 次的自

我同情书写（self-compassion writing）使个体在短期

内报告了更多的消极情绪、更少的积极情绪，但是

在长期内帮助个体缓解了躯体症状，如睡眠问题、

持续疲劳、胃酸或消化不良、食欲低下等［49］。可见，

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心理与生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隐性的文化规范约束着中国人的情绪调节，心理问

题可能以躯体和生理的形式体现出来，从而导致表

达抑制和反刍策略与精神心理障碍间关系的减弱。

最后，东西方的思维模式差异使得反刍策略的

影响有所差异。东方文化注重整体性思维，西方文

化则偏重分析性思维［50］。整体性思维者对情绪的

体验遵循矛盾原则、变化原则和背景原则，他们相

信每种情绪都有与其对立的另一种情绪，万事万物

之间具有相互联系，以流动和变化的形式存在［50］。

具有整体性思维方式的东方文化的个体在进行反刍

思维时，可能产生与消极情绪对抗的积极情绪，他

们也更倾向于把自己个人的情绪状态放在更广阔的

背景下考虑问题，同时更注重丰富的因果关系，将

自我与情绪体验疏离开来。以道家“祸福相依”的

理念为例，个体相信暂时的短期的痛苦可以带来未

来长期的幸福，有研究表明，中国人更多从长期目

标考虑问题，更易接受当下的不幸［38］。因此，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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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性思维可能缓冲了反刍思维的消极影响。

综上，文化差异对个体的认知、情感、行为以及

生理有着深入广泛的影响，因此导致了表达抑制和

反刍策略在不同文化下的作用和结果的差异。

四、展望

通过对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心理障碍间关系的

研究梳理以及对潜在机制的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

如下 4 点展望以供未来研究参考。第一，情绪调节

态度或观念可能对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产生调节作

用，已有研究发现通过改变欧裔美国人对表达抑制

的信念，能够减弱表达抑制的消极影响［51］，未来研

究可进一步探究不同文化中的情绪调节态度或观念

如何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效果。第二，人际关系可

能在情绪调节策略与精神心理障碍间起到中介作

用，因此在研究各种情绪调节策略时，尤其人际间

的策略，如表达抑制，可以同时测量个体短期与长

期的人际关系，以明确不同文化中特定情绪调节策

略对人际关系的影响继而对精神心理障碍的影响。

第三，如前所述，对于东方文化下的个体，表达抑制

和反刍对精神心理障碍的消极影响可能从心理转向

生理，未来研究应更全面地考虑情绪调节策略影响，

除心理因素外，也应考虑生理方面。研究者可以考

虑增加生理变量的测量指标，例如从微观的脑电指

标［52］到宏观的睡眠质量［53］，均可帮助研究者更加

全面地了解情绪调节策略对精神心理障碍的影响。

第四，为了更加直观地测量反刍思维的复杂过程，

可以应用文本分析技术［54］。人对语言的使用能够

反映人格特质和心理过程，对词语的量化统计能够

帮助探索个体的心理和思维过程，因此，通过记录

反刍思维，对其进行文本分析能够更加直观量化地

揭示东西方的思维差异，进而解释反刍思维在不同

文化下的影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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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自杀意念与基因甲基化相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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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双相情感障碍是高致残性的重型精神障碍，具有很高的自杀率。近几年，多项研究显示

基因甲基化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自杀意念相关。现对近年来有关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自杀意念与基因甲

基化相关性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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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icidal ideation and gene methylation in patient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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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polar disorder is a severe and highly crippling mental disorder with a high suicide rate. 
In recent years，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gene methyl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 ideation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In this paper， the recent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icidal ideation and gene 
methylation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we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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